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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Contact: michael_ng-quinn@redlands.edu

(909) 748-8598
主要著作：
“The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eptember 2006)

“Afterword” in Guoli Liu,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Aldine De Gruyter, 2004)

"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 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Cornell, 1993)

"Bureaucratic Response to Political Change: Theoretical Use of the Atypical Case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Occasional Paper No.2,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nuary 1991)

"Function-Oriented and Functionally Indirect Expansion as Bureaucratic Responses to Modernization: The Case of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Jan.-March 199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gion: The Case of Nor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1986)

"The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al Demands and Contro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Feb. 1986)

"Id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Mutual Host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The 1940's in Retrospect,"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November 1985)

"International Systemic Constraint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Westview, 1984)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une 1983)

"Deng Xiaoping's Polit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Order," Asian Survey (Dec. 1982)

"Effects of Bipolarity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urvey (Spring 1982)

"America's China Policy: Means or End?" Asia Pacific Community (Spring 1980)

訪談人：包淳亮
訪談時間：
2010年9月21日，9月28日，10月19日，11月2日，11月9日，於雷德蘭茲大學；10月24日，於聖蓋博市山谷西路(W. Valley Blvd.)希爾頓飯店。
家世
    我1950年出生在香港。我的曾祖父曾經是清朝的官員，我看過他的冠服照；不曉得是不是在他派駐在澳大利亞的時候，支持梁啟超進行維新運動，於是當康、梁變法失敗，他就失去了官位，以至於得流亡到香港。我的曾祖父最後就死在香港、葬在香港。不管怎麼說，在他移民香港之前，肯定在澳大利亞待了不少年，因此我的祖父一代多是出生在澳大利亞。據親戚講，我們家族的英文姓的由來與此有關，因為澳大利亞的官員把曾祖父的名字「吳觀盛」(或「勝」)的前兩個字當姓，就成了「Ng-Quinn」。我發現很多那時期在澳大利亞出生的中國人的英文姓都變成這樣。
如前所述，我的祖父因此出生在澳大利亞，然後在香港長大。他很有趣，到十六歲了還和曾祖母睡在一起，下床時為了怕摔倒，還要別人攙扶。但當他十六歲開始到英國念書，很快就完全適應了獨立的新生活；打網球的時候，人們偶爾需要跳過球網，他也毫無問題。1914年，本來他在倫敦的Imperial College (帝國學院) 念mining，因為開礦可以直接為中國的前途作貢獻；也可能由於曾祖父的關係好，已經為他歸國後的前途做好了安排。但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剛好在德國旅遊，回不到英國，於是他改去紐約，念哥倫比亞大學的mining，畢業時拿了engineering的學位。祖父在哥大的同窗是宋子文，當時都是窮小子，所以經常往還，後來我祖父的親戚結婚時拍攝的照片裡頭，還有宋美齡等人。不過之後他們關係就漸漸疏遠了，這也是很正常。
祖父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以後，沒有去開礦，卻回到香港，進了一個律師樓、最後成了律師。在當時的英國司法體系，不用在大學念法律系，而是進律師樓學習，然後慢慢考資格。他進的這個律師樓和祖父的姊姊有關。姑祖母的丈夫原本是廣東的官員，這個官員早逝，於是姑祖母就跟了個在香港的英國大律師。這個大律師在香港寶珊道有很大的房子、附屬的庭院也很大，幾乎是一小片山頭；祖父也跟著住在那裡，就住在房子的另一個section，我也是在那裡長大。這位英國大律師可以說是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階級的一份子，有時候姑祖母在家裡辦party，有著特別的英國王冠標誌的勞斯萊斯駛來，我們就知道英國駐香港總督也來了。在我住的地方，就直接感覺到英國殖民統治菁英的存在。但同時，由於姑祖母是個非常好心腸的人，1950年代初的時候，她讓一些從中國大陸逃難出來的難民在我們家山邊用木頭搭建一些臨時的避難屋，我也和那些難民的孩子玩在一起，因此我又可以看到香港的另一面，就是當時中國苦難及香港低下階層的縮影。這兩者同時出現在我住的地方，反差極大，這就刺激了我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發出了疑問，儘管那時年紀很小，對社會問題都不了解。我從小就見過了權力，感覺是「so what」？因此我從小就沒有賺大錢或掌大權的慾望，反而對西方的truth for its own sake及佛教思想的「空」的概念比較有興趣。我的家族先後有十二位律師，有的在美國、有的在香港，雖然我的祖父也鼓勵我念法律，但我自己隨著興趣念了政治學，我後來才發現這也許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從聖保羅中學到雷德蘭茲大學
    中學時期，我念的是基督教的聖保羅書院。這個中學是要考試入學，校長是一位英國人，有教無類，所以什麼階級、背景的學生都有，可以說是社會的縮影。學生們大部份不談政治，當然我們會有一些意識，我們也讀歷史，有一些思考，也會私下問為什麼是英國人在統治香港。我們既要用英文念莎士比亞，也要用中文背古文，東、西方的東西我們都學得到。不過當時的中文課程，老師比較不允許發問，一味的要求抄書、背書，相對的，英文的課程，老師們則很鼓勵發問、思考。這種差別讓學生更認可英文的教學，那些死背的東西，則無法引起同學們的共鳴。
    當時有一些同學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與批判精神，例如和我一起辦過校報及其他學生活動的程翔，他當時就敢在校報上對不稱職的老師作公開批評、要求改革校政。多年以後的2004年底，有一次他到華盛頓採訪美國總統大選，我們通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我問他有否到國內採訪，他說有，並謹守中國法律，不會越界。我問他為什麼不加入新加坡籍，他說他不想不做中國人。
 也許程翔是例外，大多數的中學同學，後來都成了專業人士，如醫師、律師、教授等，在港府也有不少任職高階。
    我對香港的警察有些興趣。其實在聖保羅中學的時候，就在我主編的校報發表過有關香港警察的報導。後來我為了撰寫幾篇探討主權交接時的香港警察的文章，訪問了幾位香港的高階警官。我寫這些在美國學術界沒有市場的文章只是為了興趣，這也是我對學術的一貫態度。
    中學時的港府當然還是殖民當局，並不鼓勵人們談論政治，這種殖民地策略可從香港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長期以來（1997前）皆為英國籍，即可見一斑。直到中文大學成立，中大政治系才有了一些華人的政治學教授，且其中還頗不少來自台灣。可嘆的是，香港的政治學並未擺脫英美的學術霸權，還是以英美的評價體系來決定自身研究的價值，尋求所謂的「國際」承認，於是讓香港的政治學研究成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的延伸，沒有自己的思想，學派也還是跟在美國之後，甚至大陸及台灣也走上這條歪路，這是我感到很可惜的。
1969年，我到美國以後，看的中文書比在香港時還要多；雖然中文書常有缺乏觀點、人云亦云的弊病，但有一些很好的學術著作，例如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我就非常喜歡。不過從知識上來說，長期以來還是從英文書籍獲得的更多，例如Ben Schwartz (史華慈) 的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就讓我獲益匪淺。
    我進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李南雄已在研究所。當時聽說連戰剛從芝大拿到博士，同一個時期邵玉銘也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我當時修鄒讜老師的課，遇到過李南雄，邵玉銘，Lowell Dittmer，Joseph Fewsmith，Brantly Womack，Hong Yung Lee 等等。
    大學一年級下學期，1970年反越戰運動的高峰，為了抗議美國入侵柬埔寨，美國爆發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學生長達一週的總罷課，很多學生湧入華盛頓參加反越戰大遊行，我也參加了到華盛頓的示威。隔一個禮拜，因為參加了一個學校安排，由民間的World Affairs Council主辦的認識外交機關的活動，我又到了華府，但卻是去參觀五角大廈，也參觀了國會、國務院等機構。在短短的一星期內，親身感受到美國民間與官方對時局所持有的不同立場與看法，我也上了寶貴的一課。
    1971年，我也參加了保釣。當時保釣運動受到國民黨的壓力，分裂成左派與右派；我大概算是左派的吧。芝加哥大學的一些同學也有參加，例如夏沛然，他後來好像進了聯合國工作。有一次到Ann Arbor開保釣的會議，到會場還要經過好幾個關卡，就怕國民黨的特務來搞破壞。還有一次，在芝加哥中國城要舉行保釣遊行，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穿著皮草的女學生是領導人之一，但她是國民政府某將軍的女兒，於是竟然有傳聞國民黨那邊有人認為她太不像話了，要派人來打她，叫我們要小心一點。在芝大中國同學會進行選舉的時候，就會有很清楚的分野，有些人就會耳語要投誰、投誰，國民黨的學生也到處活動。不過保釣的領導層幾乎都是研究生，我當時還是大學生，還是看的成分居多。
    1973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我的mentors是Roy Hofheinz 以及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Hofheinz後來不教了，去做家族生意，他的家人在休士頓，擁有石油公司，以及一個很大的體育場。他離開哈佛，我就麻煩了，因為在美國，你得有人幫你寫推薦函，跟中國人的關係觀沒有多大的差別。
    1978年哈佛畢業，我的第一個教職是在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Oregon。不過隔年我就回到波士頓，到佛萊契爾教書。到了這裡，我對所謂的關係，就有了很深的體會。那個時候的Academic Dean是之前詹森總統的特別助理John Roche，他跟我說，關係才是最重要的。你寫的東西有沒有人看、你得到什麼位子、你有沒有影響力，最後都是取決於你的關係。好比說，如果你在一個基金會研究，這個基金會的背後金主非常有錢，可能你的研究反映了這個勢力的觀點，那就會有影響力。至於我，還是不懂也不願意搞關係，離開哈佛後也沒特別去維繫和哈佛的老師的關係，例如Ezra Vogel，譚若思(Ross Terrill)，還有國際關係及政治理論的老師，之後也就沒聯絡了。
    我在佛萊契爾的時候，有一次應邀到West Point，西點軍校開會，當我進了一個電梯，裡面有些軍官，他們肆無忌憚，就在那邊念「God Damn Chinese」之類的話，完全不把我當一回事。我正在想要怎樣反應，電梯的門剛打開了，就沒來得及反應。軍方的表態比較直率，但其實文人也一樣。對軍人來說中國一向是敵人，而對文人來說，骨子裡對於中國人也有防範的意識。
 在開會時，有時候我走進一個房間，裡面正在聊天的人立刻就停下來，呈現一種排擠、疏離的沉默。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當我在佛萊契爾教書，住在市區西北的康科特 (Concord)，有一回家裡的窗子被一顆扔進來的拳頭大小的石頭打破，玻璃碎了滿屋子，是白人小孩想把亞裔趕走。這是促成我在離開佛萊契爾後，到加州教書的重要原因，因為加州的族群多元，尤其亞裔人口較多，有比較包容的社會環境。
    當我在佛萊契爾教書的時候，丁守中成了我的第一個博士生。我和丁現在也還常聯絡，他如果到洛杉磯都會來看我。我和馬英九不認識，但是我們是同一個時間在哈佛，但是他在法學院，我在政治系。
    在弗萊契爾還有收到一些台灣的學生，例如Linda Liu，她的父親在日本據說擁有好幾個高爾夫球場，她也曾幫李登輝當翻譯，據說是李登輝的乾女兒。還有在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彭慧鸞。我也有學生在台灣的外交部。當時大陸已經開始開放，有一些學生來，很多是外交官，在課堂上和台灣學生有時有些爭論，但是我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作客，大家都能相處得很好。
1985年，我來到加州的雷德蘭茲大學教書。Redlands是過去從洛杉磯往東的一個驛站，很早之前就形成了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市鎮，這個學校的學生也以白人為主；不過在日本經濟最強勢的那幾年，也有一些日本人來此求學，迄今Redlands和日本的學府還有交換生的協議。Redlands的亞洲研究有八位、十位老師，除了中國政治、歷史、哲學、文學，也有人研究中國經濟。之前修習亞洲研究學程的還都得寫thesis，有一些學生真的有興趣，用整個暑假待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寫出來的報告也還不錯。現在取消了這個要求，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不寫的就是有個portfolio。不過我們也有同事是從北京大學來的，和北大的淵源很深，她有時候會把一個班帶到北大去一個月，或者暑假前往交流一、兩個月。
一般的美國人對中國仍然沒有多少認識。我最近問同學對中國的理解，他們看新聞頭條，也知道中國經濟起來了，但接著就說中國要擴展軍備了、要擴張了。我問學生從何得知中國要擴張呢？有何例證呢？他們就答不上來。這種對中國的印象既可說是捕風捉影，但是非常普遍。美國大學的政治系學生如果要做中國研究，一開始就是為了瞭解敵人而念，既然如此，中國人要打進這個圈子，當然就自討沒趣了。我勸過一些華裔的學生，不要去從事外交，但這些美國出生的華裔的學生從心底就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不相信美國存在著這種種族歧視，仍然執意要進外交體系。比較早進國務院的，到現在也有二十多年了，外派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非洲，要後悔也來不及，只能等退休了。
美國的中國研究
    我在芝加哥大學上鄒讜老師的課。他說，搞外交，沒有人會聽你的。他的一些勸勉，我過了三十年才心領神會。不過我沒有完全聽他的，還是研究了外交，但更多是在理論上。寫了中國外交理論的文章，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過了二十年後，還有人將之納入中國外交研究的合輯、重新付梓。我說這文章還有人看嗎？他說有，這就是理論研究的好處。
    我沒有寫書，都是寫paper，我唯一想要寫的書，是要探討中國為什麼經過了這幾千年，仍然survive，長盛不衰。看看自古迄今，大國興衰，像中國這樣歷時數千年迄今猶存的，沒有第二個。我想解釋這個中國的特殊性，從外交上的脈絡、外在的環境、內政、民族的價值觀、官僚體制的運作、經濟圈的涵蓋範圍等等，一項一項進行研究。我已經讀了不少，每一個觀點都花了不少功夫。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維繫主要是黃淮流域與長江流域形成了廣大的腹地，中間又夠平坦，能夠形成包括大運河的運輸通道，因此形成民族的經濟基礎；而周邊的高山、沙漠、海洋又隔絕了其他民族，所以才能夠不斷的從分裂中統一。這種論點固然重要，但是並不充分。例如羅馬帝國依靠海運維繫一個圍繞地中海的大帝國，她的交通便利性並不遜於中國的腹地。各項因素都可以從其他文明找到相反的案例，因此要進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其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簡單。
    我曾寫過一篇關於中國政治思想的論文，The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在美國投了很多刊物都不願刊登，後來投到英國的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願意刊。從審稿的評論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的所謂學者，都是很ideological，認為專制就是不好，不管你講的是甚麼文化傳統，都要打壓你，不給你發言的機會，反而英國的言論自由傳統比較強，能包容不同的意見。另外，我研究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我認為，從中國歷史的極早時期開始，國家就一直集中體現著構成中國認同的華夏居民的諸多共同因素；因此歷史上的中國國家乃是捍衛與保護中國認同的完整性的關鍵所在。
 從領土、人民、政府、主權這個定義來說，中國是最早符合現代民族國家意義的「國家」，絕不僅是李侃如所謂的「文明假裝是一個國家」，或者就一定得是西方語境下的「帝國」。但這篇文章的其中一篇review，完全不理會我的論證，而是根據他自己的意識形態，強調「中國不是國家」。我的文章引起的意識形態反抗，來自西方的線性發展史觀與西方中心論，以及不是自由民主就是專制獨裁的二元論。這種簡化的歷史歸納，其實是意識形態，但許多人不願意承認。有一位在美國的年輕中國學者看過我的文章後說「你膽子真大，敢發表這種言論」，我說，tell the truth，有何不敢呢。
    美國的中國研究，也有很強的山頭主義、門閥主義。他們在那兒，占據了最好的學校的中國研究，用那個身分發言，全世界都迷信這些學校的權威性，連中國大陸也是如此。既然他們控制了幾個主要的期刊，這些期刊的論點就很難有新意，反而有嚴重的跟風，於是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於社會科學就幾乎沒有辦法做出什麼貢獻。我覺得所謂的政治科學其實不是科學，是假的科學；特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這個field，全都是ideological。學者們用survey，或者用statistics的方法，來包裝他們的研究，選題也都是尋求主流學者的認可，只是要用來證明中國是個專制的國家。從中國來的學者也參加美國的這個game，甚至表現得比美國人還要激烈。移民想要融入主流，就尋求主流認可的，從中國國內弄材料，但是按照美國人的期望，去處理那些材料，就是要奉承美國主流。當然，材料跟情報就只有一線之差。但是他們不明白，就是你千方百計想擠進核心圈，人家也不讓你進去。很多華人還力求上進，想要發揮實際影響力，其實都是沒有用的。學者在「熬出頭」的過程中，尋求美國刊物的認可，想要藉由美國刊物的影響力證明自己的影響力；但美國刊物利用學術出版上的地位，反過來影響了學者的選題、方法及結論，侷限了人們的思想。這是非常錯誤的。美國有這個現象，台灣、大陸、香港一定要想方法避免這種現象；特別是不要被美國的刊物牽著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自己的思想。這裡說的，主要是政治學界，特別是中國研究領域。美國的中國研究說是強調田野調查，經驗研究，但是與其說這是科學，不如說是情報蒐集訓練；用社會科學包裝的情報蒐集。搞情報和學術應該是兩回事，但是如果想著要出人頭地，對於許多學者來說，就成了一回事。與此相較，之前UCLA的Philip Huang，他作歷史研究，不跟隨著美國主流的走，是很有主見。
文化的隔閡，其實很難跨越。像是台灣每年從美國請了很多學者，去開會討論中國內政、外交。有一次我也參加，學者們都在一個巴士上，就看到華人學者坐成一團、美國學者坐一團；在車上，都是台灣學者在開玩笑，開大陸政治的玩笑，台灣學者笑成一團，但美國學者完全沒有反應，笑不出來。這些美國學者都是研究中國的，都能講中文，跟在場的華人學者們也都是老朋友了，但是討論事情的時候你看不出來，一旦開起玩笑，那個文化背景的差異就凸顯了，就會感到那一層隔閡。中國人與美國人，終究是兩種文化；就算台灣和大陸是敵對的，台灣和美國是合作的，但是台灣人和大陸人可以互相玩笑，很開心，但是美國人就是沒辦法加進來。這是文化。
與此相關，像是韓裔的Samuel Kim，已經出了八本、十本書了，我覺得是學術界研究中國外交的No. 1，但是他也只能到一個小小的學校教書，到普林斯頓及哥倫比亞當的是adjunct professor。很多主要學校開了相關的缺，都不請他，一直等不到一個大一點的位子。這是什麼道理？與此相對，一位我並不認識的年輕學者Thomas Christensen，不僅已經在之前的小布希政府當過兩年高官，而且現在已是普林斯頓的正教授。雖然Christensen在教授中國外交政策時用了我的文章當教材，但Kim的學術成就高得多，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職位，這對 Kim是很不公平的。
    匯率本來就是一國的主權事務，美國從1944年到1971年維繫美金與黃金的固定匯率，沒有人有資格干涉她的這個政策。現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很多人有意見，美國說要施壓，但是這樣做對嗎？國際貿易，買賣都是自由的，為什麼要大造輿論，認為這是中國的問題呢？其實經濟學家也很無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蒂格勒茲 (Joseph E. Stiglitz)，他的意見比較中立，但聲音為什麼出不來？那個聲討人民幣的克魯格曼 (Paul R. Krugman)，為什麼就能主宰了輿論市場？他們的學術地位是誰高誰低？ 
現在釣魚台的事情，美國輿論千篇一律，說是中國要挑戰日本，之後就要挑戰美國；美國人想的就只是要如何「處理」中國，不打算「認識」中國的觀點，只想要打擊中國。本來涉及主權的議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能解決時，最好就是擱置，這是最constructive的，但是中國說「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日本呢？美國呢？日本不承認有爭議，一定說就是他的，那怎麼辦？
所以華人要掌握自己的角度，應該做自己，從事實出發，做一個學者該做的事。如果能夠堅持十年、二十年，不僅事實會證明誰更正確，同時中國、華人自己的學術立場、學術風格才能建立起來，擺脫美國的學術霸權。現在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香港科大，花很多錢聘了許多中國研究的教授，但是仍然以英美學術出版作為指南，擺脫不了他們的箝制，仍然是跟著別人走，沒有建立leadership，那就是浪費資源。
    相對於中國學者奉承美國主流的立場，美國的林培瑞 (Perry Link)、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這些人，我雖然不盡然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他們有自己的理想，我還是比較尊重他們。現在學界的個人主義，總覺得自己是對的，排斥、打壓不同的意見。我記得我在哈佛時候的恩師史華慈，他就不是這樣，他聽到不同的意見，就算他沒辦法同意你，但是他不會打壓，他會包容，他會聽。現在很少這樣的人了。
思考中國的大問題
    不過，我認為美中關係仍然很穩定；兩國不會浪費無謂的資源在無謂的事情上，兩國都有自己的大方向。何況兩國往來如此密切，這三十年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哪些人的孩子沒有被送到美國來？這種往來程度，在美蘇冷戰關係裡面根本不存在。只要雙方不要太過分，有點小摩擦都不會構成大影響，釣魚台因此也不會真的引起大國之間的衝突。大陸的實力也還不夠，經濟規模也許擴張得快，軍事上要與美國相比，仍有一大段距離。
    大陸最大的問題還是貪污；雖說哪一種政權都會出現貪污，但缺乏問責機制確實是大陸的一個大問題。我到中國大陸，在許許多多角落都可以看到貪污的痕跡；司機抱怨警察，小公司抱怨查稅的官員，從上到下搞到錢的就想溜，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的資源大量外流，令人感到悲哀。我們在美國西岸不時聽聞一些大陸人士，帶著一皮箱的現金到銀行存款，有的還問在美國存款會不會被大陸官方查獲，銀行當然很有信心的答稱不可能，大陸查不到美國這兒來；於是這些人一皮箱、一皮箱的來存款。但是有些銀行也不樂意收這些錢，他們並不介意這些錢究竟怎麼來的，只是游資太多，銀行也覺得麻煩罷了。在紐約、洛杉磯、舊金山、溫哥華，都有不少貪官的足跡，顯現刺眼的暴發戶作風。這樣的狀況不可長期下去，大陸必須改變。中國人可以做出很了不起的成就，現在大陸許多機場、車站的新穎高效，海關官員也服務良好，比美國猶有過之，可見事在人為。
    中國的改變得是根據中國的國情、提出適當的分析與建議，因此得有中國自己的政治學研究關懷，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視角，不必跟著美國的經驗研究或量化研究的路子走，也不必跟著美國人所謂的「小題大作」去研究。美國人的政治學有美國的國家利益作支撐，許多中國人為了在美國求生存，跟著美國的利益走，這樣做出來的中國研究不是為了中國的研究。如果盡是鑽牛角尖的小題目，恐怕只是在浪費資源，可有可無，而且很快過時。而且研究小問題的所謂專家，竟然還經常大言不慚的分析社會的大問題，常常都是胡說而已。
中國當前需要的政治學不是量化或經驗研究，而是把一些大問題，用中國人自己的角度給談清楚；要把一些影響長遠的重要概念，給進一步的釐清。例如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建構，中國文化特徵下的民主化道路，這些問題應該得到更豐富的思考。如此，方能為進一步的改革開闢道路。中國學者得更加踏實，從基本的政治理論開始，建築出真正堅實的政治學科。在這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學似乎已經有一定的成果，但政治學還差距較遠；之前北京有所謂「四大金剛」，還是用美國的學識談中國，予人隔靴搔癢之感，仍無法建立學界的認同。至於那些「不高興」、「站起來」的著作，在精神上似乎能夠擺脫西方的箝制，有一定的意義，但是遠遠不是學術，無論在中國或者在國際上，都無法被學術界認可，也就難以產生話語的再生產。
    美國雖然有許多政治學研究，但都只不過是意識形態，許多政治學者是為政治服務，但確實也有不少學者是埋首在學問當中。我曾經上過John Rawls的課，他真可說是磨頂放踵。他有口吃，但走路的時候也都在想他的學問，鞋子破了他毫不在意，恐怕也根本沒注意過這種瑣事，而美國學界也容得下這種純粹求學問的學者。史華慈也是這一類人，很具有inspiring的能力與魅力，是真的從事學術。中國政治學界需要的是這種可以真正做研究的環境，以產生能夠擲地有聲的大學者，這樣才能逐漸建立自身的話語權，或者文化自信。如果中國學者想的只是如何送小孩來美國，或者來美國以後如何求生存，或者回國以後只是想著當好服務於美國的知識買辦，那麼中國學者將如何可能有貢獻於中國的長遠前途？
    現在的中國變化很快，大陸來的學生，有頗多崇尚民主，或者希望回國後能推動民主。不過雖然Lord Acton有句話很有名：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但是我也觀察到，這句話後半段改成這樣也依然適用：diffuse power corrupts diffusely。腐敗分散化，制衡的每一個部門都仍然會腐敗。分權制衡有其意義，但重點在於不能將之教條化，把它當成意識形態的教條，不跟著這一套就不對。我還是覺得腐敗是道德範疇的問題。
    美國還是有很大的自由，這是她的優點；她給予民眾自由的程度極大，不僅是因為她強大，更因為那是她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的、聯邦主義的、對於政府的壓迫充滿警惕的意識形態。但是當九一一事件發生，愛國法通過，政府檢查信件、竊聽電話的權力都擴大了；不管這是根據什麼樣的威脅所造成的對隱私權的侵犯，都是侵犯，很難與所謂的威權國家或者共產政權對於人民自由的限制截然區分。相對於後者，美國的程度遠遠較為輕微，但是如果認知到這裡不是零與一、有與無的差異，就比較能避免太過極端的意識形態。
    其實十多年前的「新權威主義」也不無繼續深化探討的價值，因為要解決中國政治的合法性與民主化等大問題，不僅要深入探討各國民主制度的歷史，且要能夠回應中國的政治權威的基礎，才能提出有效的解答。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太過單薄，中國學者在一廂情願的自由化與日漸失語的一黨統治之間，還未能搭建起安全的連繫，這讓人很擔心。不僅深化了國內的對立，也損害了中國的話語權、軟實力。相反的，倘若能夠完滿的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能夠解釋當前中國政治的運作，對於中國，乃至於台灣、香港的前景，也會有更好的把握。
    面對中國話語權的全面性、結構性問題，其實只要香港或台灣有一個很有錢的人，願意捐資成立一個獨立的、真的具規模、以研究為重的基金會，就有機會帶起一個運動，讓學者擺脫鸚鵡學舌的窘境。然而我和留在香港的同學們聊起，這些當前的高級官員或者專業人士，對於香港的商人並沒有這種指望；香港的有錢人不是那種人，他們如果捐了錢就一定想要控制和利用。聯想到不久前一位大陸商人捐了大筆的錢給耶魯大學，真讓人唏噓。台灣的蔣經國基金會雖然有點作為，但也非常政治化，蔣經國這個名稱就很政治。要建立自主的中國政治學，還需要多方的努力；如果可以搞好一個研究機構，將可能有長遠的巨大影響。因為有很多大題目，只靠一個人還是很難出成果，幾十年可能都做不出來，得要有一群人齊心協力才能完成。
� 吳錦宇，「我所認識的程翔」，見崔少明，「漩渦中的傳媒」，信報，2005年11 月7日。


� 本段中關於吳錦宇教授的論點，與訪談者原擬訪問的對象之一何炳棣教授的說法可相參照。在其自傳中，何炳棣指出，「美國第一流大學傳統上不聘華人為正教授，唯有芝加哥破例於1949年聘陳省身先生為數學系正教授，1962年第二度破例聘我為歷史系正教授；芝大作風之異於其他著名學府於斯可見」(p.326)，「美國研究亞洲規模最大的組織是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我)在1975-1976年度充任該會首位亞裔會長，……二十七、八年後我仍是亞洲學會唯一的華裔會長」(p.406)，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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